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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  

鲁克俭 

2008-05-26

   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应该说是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中长久不衰的老话题，至今仍然不断有新观点出现。本文首先介绍一下伊

恩·弗雷泽和托尼·伯恩就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所做的历史考察，然后介绍卡弗以及戴维·麦格雷格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观

点。 

 

一、弗雷泽和伯恩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历史考察 

1997年3月英国诺丁汉TRENT大学经济和政治学系的政治理论小组组织召开了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讨会，论文集《黑格尔-

马克思关系》由弗雷泽和伯恩于2000年编辑出版[1]。弗雷泽和伯恩在该书的导论中就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做了一个历史考察，基本勾

勒出了自马克思去世后人们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种种看法和观点。 

弗雷泽和伯恩指出，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关系所做的论述对于形成人们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

关系的理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费尔巴哈论》是其中最关键的文本。用麦格雷格[2]的话说，这一文本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提供了黑

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惟一解释。《费尔巴哈论》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关于马克思对待哲学的态度。恩格斯特别在意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

哲学家，指出马克思的最主要兴趣是哲学问题。恩格斯讨论了马克思对待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态度，于是不可避免地要对对马克

思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3]。就本体论问题来说，恩格斯非常强调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

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社会、经济和历史领域，也适用于自然界，总之是全方位的哲学世界观。恩格斯还非常强

调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颠倒”比喻来形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指出黑格尔哲学“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

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4]，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这样“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5]。关于认识论问题，恩格斯呼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法“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6]，认为对于“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这个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做了肯定的回

答，因此他们都属于反映认识论者或摹写认识论者。他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黑

格尔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7]但反映论立场并不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以辩证法原则为基础，因为辩证哲学

本身就是对现实辩证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8]。 

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在意大利哲学家Antonio Labriola和Benedetto Croce 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Jean Jaures的著作中就出现了

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重新评价的第一波浪潮。Labriola坚持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非决定论和反实证论解释，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来与

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照。这种解释称赞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并采取一种非机械论的哲学唯物主义。他的弟子Croce尽管也反

对实证论，但却保留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科学以及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拒绝价值理论的做法。Croce提

供了一种通过文化发展朝向社会主义和个人道德进步的黑格尔主义历史分析。Jaures明确批判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绝对而僵化”的性

质，赞扬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运用。他指出，如果不看透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根源及其深刻思想来源，就没有人能假装说理解了

马克思。 

恩格斯的解释也对列宁的黑格尔解读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就主要严重依赖恩格

斯的著作，并突出强调了由恩格斯归于马克思的反映认识论的重要性。在有些论者看来，恩格斯对列宁的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理解的影响

 

 



也体现在《哲学笔记》（1916年）中，《哲学笔记》只不过把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定型化；而在另一些论者看来，列宁

在《哲学笔记》中对待黑格尔《逻辑学》的立场不同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反映认识论并不

能完全摹写客观现实，而唯心主义也不能被完全抛弃。列宁还告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想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要读黑

格尔的《逻辑学》。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32年的出版，通常被认为是标志着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进行重新评价的最有意义的一步。卢卡奇通

常被看作是挑战恩格斯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思想家，在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上走出辩证唯物主义起着枢纽

作用。他明确批评恩格斯缺乏对辩证法的理解，批评恩格斯的错误在于忽视历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而代之以含有经济

决定论意味的片面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黑格尔才试图克服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他重返黑格尔，以便把这些被分开的现象辩

证地统一起来。黑格尔是通过“精神”的概念把它们唯心主义地统一起来，卢卡奇则是通过现实的人的存在（即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

级）来把它们统一起来。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尽管比从前所有的哲学家都更接近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但只有马克思才把无产

阶级认定为历史的现实推动力量。马克思的贡献是关键性的，因为正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阐明的那样，马克思通过强调理论与

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而使主客体的真正统一成为可能。卢卡奇进一步指责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强调资本

主义制度“规律”的客观性而很少提及其核心主体即无产阶级。在卢卡奇看来，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使理论与实践、主体

与客体统一起来。第二个错误是没有把辩证法局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而是把它推广到自然界。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

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中的历史变革作为思想变革的根源等等，都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对马克思来

说，唯物主义并非形而上学的体系或全方位的哲学世界观，而是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 

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释是极具创新性的，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对黑格尔的解释却是非常传统的。尽管卢卡奇尊重黑格尔

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放辩证法思想发展的贡献，但他主要强调的还是马克思本人的重要性，遵循着把黑格尔思想看作是神秘主义的传统

理解。因此在早期著作中，卢卡奇赞同马克思关于黑格尔主要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家的观点。即使如此，卢卡奇促使了对马克

思思想做更黑格尔主义解读的趋势。在《青年黑格尔》（写于1838年，出版于1848年）中，卢卡奇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受1930年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黑格尔耶拿早期著作出版的激发，卢卡奇重新强调黑格尔思想的激进性质。对卢卡奇来说，黑格

尔早期著作中经济思想的实在论（而非形而上学信念）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重要先驱；黑格尔的实在论实际上超越了其唯心主义框架

的可能限度，达到了真实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在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之间想象出一种“直接的联

系”，而黑格尔也应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先驱。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但却是哲学史中的分水岭，因

为它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中介。尽管如此，黑格尔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他仍然陷于唯心主义伦理学和资产阶级哲学

中，并且是其最高形式。 

卢卡奇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得到重现。在《狱中札记》（写于1929

至1936年间）中葛兰西重申了Labriola对实践哲学的强调，并致力于同Croce的唯心主义历史主义进行持续的辩论。葛兰西明确反对他

所谓的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粗俗唯物主义，声称这种唯物主义是非哲学家的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可以在实践哲学

中得到辩证的统一，而马克思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尽管承认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葛兰西还是把马克思看作是对黑格尔的超

越。黑格尔给唯物主义和唯灵论这两种思想生活环节以辩证法的形式，但黑格尔是以“人用头立地”的形式来综合这两种环节。因此，

留给马克思的任务就是重建这种辩证统一的合题，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必须把它倒过来。”[9] 

黑格尔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也在德国尤其是以批判理论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最为著名的是马尔库塞《理

性与革命》（出版于１９４１年）的问世。马尔库塞追随卢卡奇，在对马克思思想解读中非常强调马克思首先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

个充满着黑格尔理论特征的社会理论家。因此马尔库塞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作是全方位形而上学体系的做法。马尔库塞还

非常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激进方面，把黑格尔描绘成理性（也就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能够朝着自由的目标做自我转变的理性）权利的维

护者。黑格尔的著作被马尔库塞解释成对抵抗和革命的强调，而非对顺从和专制主义的强调。马尔库塞还认为，就社会理论而言，黑格

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认为任何基于这种经济原则的共同体都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把握了以抽象

劳动为基础的制度中“需要的满足”的矛盾，黑格尔就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了。马尔库塞甚至得出结论说，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

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方法其实是唯物主义的，因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尽管如此，马尔库塞

仍然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最终局限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因此他批评黑格尔把社会和经济范畴理解为不过是伪装的哲学概念，而非

像马克思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社会和经济范畴与哲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情形。比如，黑格尔从哲学上建立了劳动这一经济范

畴，但却是马克思使劳动概念扎根于当代社会工人异化的具体现实中。因此黑格尔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就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超越

了。 

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在1920和1930年代以来的法国出现。哲学家Alexandre Kojeve在1933至1939年就黑格尔

的《精神现象学》做了一系列演讲，大多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通过Kojeve的著作来研究黑格尔的。Kojeve著作集中探讨主仆关系，

并把黑格尔塑造成革命思想家。Kojeve把黑格尔对劳动是根本的人类活动的强调，运用于认识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中去。对Kojeve来



说，工人阶级卷入了克服受支配并争取自由的生与死的斗争中。Kojeve把这种对劳动和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的著作联系起来，

从而强调马克思激进主义的黑格尔思想来源。此外，Kojeve还强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人的意识的发展中。

这种发展的意识通过劳动和人的活动，作为永恒的自我超越过程出现于历史现实之中。Henri Lefebvre责难他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尤其是在“异化”概念上。对Lefebvre来说，黑格尔对现

代人如何被必然性和贫困压跨的把握是很有价值的，然而由于把人的物质现实还原为意识，黑格尔最终未能抓住人类经验的全部内容。

遵循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路，Lefebvre提出黑格尔的哲学需要根植于人的物质存在而非人的思想演化的内容。因此Lefebvre认为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不能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的具体现实。但与Lefebvre相反， Jean Hyppolite等理论家则提出，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

于黑格尔阐明了人自身的异化为朝向自我认识的辩证运动建立了关键的出发点：主人和仆人未能相互认识到对方是自由的存在，以及个

人的这种分化体现为“不快乐的意识”，是这种辩证运动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二战以后，通过批评所谓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哲学

僵化，萨特试图在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复活辩证思维。对萨特来说，黑格尔的错误在于强调存在、行动与知识之间的统一，而马克思

则相反，相信实践在其现实效验性上胜过知识。因此，辩证法如果想要避免成为某种神圣规律，就必须根植于个人的具体存在中。 

如果说以上所述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各种观点的共同倾向是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那么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

排除出去则是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始自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

中，伯恩斯坦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从而在作为真正“科学”知识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伦理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明确区分。伯

恩斯坦认为这两件事情不能被混淆在一起，但马克思偶尔确实把它们混淆起来了，因为马克思有时会允许他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代替

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某些被事实所证伪的论断，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信奉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辩证法图

式要求做出某种论断。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末为试图把握工人阶级运动而惯用的套话提供了一种舒服的避难所。

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放弃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信奉，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在精神实质上是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转而投向康德哲学，

以便使自己能够把对科学的信奉与对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信奉（在康德主义“伦理理想”的意义上）结合起来。 

若干年后，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中Della Volpe也试图把任何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因素都从马克思思想中清除出去，以调和马

克思主义方法与科学逻辑。在Volpe看来，黑格尔从来没有超越纯思想辩证法的概念；相反，真正物质或现实辩证法必定不能通过纯思

想，而应通过本身是实证科学的逻辑来认识。而在Volpe看来，把逻辑与自然科学的实验程序联系起来（如假设-演绎方法）与马克思主

义方法是一致的。 

Della Volpe的学生Lucio Colletti也试图把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Colletti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存在着深层次的矛

盾，因为它一半是唯心主义，一半是唯物主义。这一矛盾既存在于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中，也存在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黑格尔

思想的解读中。Colletti认为“物质辩证法”与“不矛盾律”相抵触，只不过是绝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罢了。他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

础的、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所依据的也是康德而非黑格尔。 

阿尔都塞是把黑格尔清除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阿尔都塞拒绝自卢卡奇以来就主导马克思黑格尔关系问题的对主体概念的强

调，同时也拒绝第二国际粗俗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把马克思的著作划分为早期深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人道主义阶段，和经过“认识论断

裂”之后更成熟时期的非黑格尔主义阶段。在阿尔都塞看来，成熟的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更严格也更科学的理解社会的方法。《资本论》

第一卷中还有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踪迹这一事实，使阿尔都塞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只是在去世前8年内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评

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完全彻底地免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把黑格尔与马克思彻底分开来的做法在1960和

197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颇为流行，它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更为科学的话语。 

弗雷泽和伯恩指出，上述两种理解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方法至今仍有生命力，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

“唯物主义借用”学派认为，黑格尔思想经过适当的修正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借用；强调有必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翻转过来，

以供唯物主义者适当地使用。该学派的内在倾向是重申马克思关于“合理内核/神秘外壳”的评论，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描绘成浸染于

神秘主义，但包含着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利用的“隐性唯物主义”；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讨论（黑格尔本人只是以神秘的形

式把握了这一点），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该学派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

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因此，黑格尔的哲学被该学派的一些拥护者认为只有一

半是正确的。 

 与这一学派并行的是“新辩证法”学派。所谓“新”，是指它完全拒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直接诉诸黑格尔”。

该学派试图澄清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对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依赖到何种程度。该学派的Christopher 

Arthur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方法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

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Tony Smith则致力于表明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强调如果给人以黑格尔的立

场与马克思的立场可以简单地混合在一起的印象，就是极其错误的。 

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清除出去，这在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分析

马克思主义学派把黑格尔抛在一边，否认马克思的方法与主流社会科学有任何本质区别；从正统经济学中借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并把它



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弗雷泽和伯恩认为，除了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以及把黑格尔从对马克思的理解中清除出去这两种方法外，在当代文献中还

存在着第三种理解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方法。该方法试图避免以上两种传统方法，认为传统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都错误地假定马克思

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实际上，黑格尔根本不是唯心主义者，他像马克思一样，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弗雷泽和伯恩指

出，这种把黑格尔解释成唯物主义者的方法，并不是指向黑格尔的一般哲学或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而是黑格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思

想；这种对黑格尔的“非形而上学”或“非哲学”解读，反映了当代黑格尔研究的新趋势。根据这种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解读，正如

不能把马克思主要解读成哲学家一样，也不能把黑格尔主要解读成哲学家。就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意义而言，黑格尔的真正重要性

不在于其一般哲学或思辨哲学，而在于其现实哲学，也就是说在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去发现。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的哲学唯

心主义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未作加工改造而“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社会思想。根据这种观点，与其说马克思

是黑格尔主义者，毋宁说黑格尔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唯物主义的；黑格尔的

“观念”根本就不神秘，它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人的产物和工具。总之，这第三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更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

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新动向。 

 

二、卡弗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叙事的解构 

卡弗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题目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反思这一叙事”。该文后来成为他的《后现代马克思》一书的第9章“哲学与

政治：马克思的黑格尔”。与其他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论者不同，卡弗既不是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也不是试图把黑格尔从

马克思思想中清除出去，而是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反思“马克思黑格尔关系”这一叙事结构本身。他提出要解构这种叙事结构，以便从马

克思本人出发而不是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卡弗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从来没有相遇过，也没有过通过信（黑格尔去世时马克思才13岁）。马克思在其浩繁著作中多次提到

过黑格尔，但马克思也提到过无数其他著作家。如果非要把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还有其他候选人，如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经常利用中世纪及早期现代“经院哲学”在19世纪初的残余，利用诸如本质-现象、运动-静止、潜在-现实、质-量等范畴，而没

有明确这些范畴的出处。即使那些马克思明确引自黑格尔的东西，实际上也不是黑格尔独有的，而是此前哲学家的共识。换句话说，马

克思是把黑格尔看作诸多流传下来的观念储藏室。实际上，黑格尔确实写了通俗化其思想的哲学全书，概括和重新整理了以前的哲学以

及历史学、科学等。因此他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也确实是有用的“知识”来源。现在的人来对这些观念已经很陌生，因此也倾向于把这些

观念看作是黑格尔所独有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过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形象。 

在卡弗看来，所谓马克思黑格尔关系，并非是对所发生事实的反映，而是建构起来的叙事。马克思在1830和1840年代只是与青年

黑格尔派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处于其外围。马克思与黑格尔只能说有间接联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关于“费尔巴哈”而非关于

“黑格尔”的提纲，马克思在此并非是为了澄清与黑格尔哲学立场的关系。马克思虽然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马克思只是想借

着对黑格尔的无情批判阐述自己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与黑格尔的真实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马克思之所以选择黑格

尔作为批判对象，是因为当时人们熟悉黑格尔的著作，而马克思写书当然是为了能够出版。 

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宏大叙事”是由恩格斯1859年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书评中造出来的，以帮助读者更好地

把握马克思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马克思的知名度。一方面，把马克思放在令人难懂的黑格尔与读者之间，马克思就变得

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很少读黑格尔的著作，但黑格尔的学生已经几乎完成黑格尔著作全集的编辑，而把黑格尔著

作摆满自家书架是可以赢得声誉的事情。恩格斯之所以选择黑格尔而不是其他思想家，其中一个原因是恩格斯自己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早年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扩展到关于自然、历史和思维一般规律的想法，而黑格尔是很好的榜样。 

卡弗指出，马克思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取笑说他卖弄了黑格尔的术语，但人们该在多大程度上来严肃对待马克思的这

些话呢？尽管马克思1858年确实说过黑格尔《逻辑学》对他的经济学研究有帮助，但黑格尔《逻辑学》的术语被非黑格尔所独有。黑格

尔的《逻辑学》只是对当时教学的逻辑，即源于古希腊但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改造过的逻辑的修订。诸如质-量、分析-综合、真

实-表象、本质-偶然、主体-客体等，都是现代数理逻辑家不感兴趣的传统逻辑的术语。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所使用的一些人们现在

不太熟悉的术语，其实并非黑格尔学派特有的，而只是传统逻辑的技术性术语，这些术语的定义，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就可以找到。 

在《大纲》这部被认为是黑格尔化的著作中，马克思在探讨利润时，特别是在阐述“货币的矛盾特征”理论时确实借用了黑格尔

在《逻辑学》中所做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证明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所做的分析中包含着某种必然的逻辑，或者反映了人类行为的某种

内在必然性。马克思分析的力量之所在，是它准确地把握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即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而不是对其做人为的

区分。实际上，《资本论》第1卷就舍去了许多《大纲》中黑格尔化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影响《资本论》的理论力量。“去黑格尔

化”可能并非解读马克思的正确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普遍“黑格尔化”。卡弗提出一种“最小化黑格尔”的阅读战略，

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要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卡弗关于解构马克思黑格尔关系叙事的说法也许是极端的，人们也很难苟同。但作为一家之言，了解一下他究竟是如何论证这一

观点的，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不无裨益。 



 

三、戴维·麦格雷格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 

戴维·麦格雷格是美国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专家，他的专著《共产主义衰落之后黑格尔与马克思》[10]是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和

黑格尔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在本书中，麦格雷格主要不是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而是通过对黑格尔新发表文本即1817-1818年海德堡演

讲的诠释而提出自己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 

通过研究黑格尔而加深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理解，在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那里已经开始了。如果说随着20世纪30年代马

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国外学者“发现”了与成熟马克思不同的青年马克思，那么随着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出版国外学者也发现了与成熟黑

格尔不同的青年黑格尔。卢卡奇是较早（但确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后）关注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关系的学者。他认为青年

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比人们以往所能认识到的更为接近，青年黑格尔可以说是青年马克思的原型；但成熟时期的黑格尔

放弃了年轻时期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妥协，因此马克思高于黑格尔。麦格雷格则根据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黑格尔海德堡演讲进一步提

出，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并没有放弃青年时期的理想，只是由于普鲁士严酷的政治局势（出版审查制度、秘密警察以及缺乏言论自由等）

才使黑格尔以令人费解的语言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因此成熟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应

地，不但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很大影响，也深受成熟黑格尔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财产、阶级、劳动等更坚实也更唯物主义的方面。麦

格雷格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处在黑格尔的阴影下，马克思一直在逃避黑格尔的影响，但没有成功。 

与许多论者不同，麦格雷格对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很高的评价。在麦格雷格看来，尽管恩格斯强调马

克思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不好的遗产（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仇

敌），也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绝对观念”中所蕴涵的极其重要的“自由概念”（绝对观念最终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但恩格斯关于黑格

尔并没有放弃他青年时期激进思想的看法，以及他从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引出革命的结论却不乏

真知灼见。按照麦格雷格的分析，黑格尔自己在《精神哲学》（黑格尔于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纲要》第三部分）中就考察了个体从

青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否定了那种认为成年人抛弃青年理想的观点。 

麦格雷格具体考察了黑格尔的海德堡演讲。海德堡演讲是黑格尔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氛下关于法哲学的演讲，是1821年出版的

《法哲学》的初稿。由于1819年出版审查令的发布，黑格尔在正式出版《法哲学》时删除了一些激进思想，比如关于贫困所做的率直而

彻底的分析、对君主的批评、对民主制度的好感等。麦格雷格认为，从海德堡演讲可以看出，黑格尔应该会同意马克思对资本家私有财

产的批判，但与马克思不同，黑格尔同时也探讨了私有权利的积极方面（私有权是对个人宪法权利的保障），而不是仅仅主张消灭私有

财产并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不仅如此，黑格尔尽管主张保留私有财产，但他所谓的私有财产与资本家“排他性”的私有财产

有很大区别，因为黑格尔所谓的私有财产包含了不能被排除掉的“普遍权利”，包含了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和相互承认。与他的私有财

产权利理论相应，黑格尔还提出了“民主法人团体”的理想，以解决平等的私有财产会导致创造力的丧失与无限制的私有财产会导致贫

富差距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通过“民主法人团体”，可以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目标是一致的。此

外，与马克思关于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不同，黑格尔认为在合乎理性的国家中阶级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平衡和抑制某一

阶级的权力，否则无阶级的绝对自由就会导致死亡和恐怖。但在黑格尔那里，一个阶级在影响力和使用资源方面并不应该比其他阶级有

优势，而且黑格尔也没有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合乎理性的国家之外，而是把工厂工人看作是形成法人团体的“商业阶级”的一部分。黑格

尔还呼吁，国家要进行干预以确保不会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增进另一个阶级的利益。 

麦格雷格认为，黑格尔持一种劳动产权理论。劳动产权理论在洛克以及19世纪初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黑

格尔看来，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在大众欺骗的基础之上，资本家的雇佣契约就是要求工人把他服务的一般性，把他生产某种东西

的能力让渡给某人；工资契约是工人送给资本家的“礼物”，资产阶级的工资交易只是形式上的契约，真正的契约应该是契约的每一方

在结束时同开始时一样保持相同的财产价值。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不过是黑格尔劳动产权理论的遮掩形式。 

麦格雷格还认为，黑格尔关于商业阶级精神的讨论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意识非常类似。黑格尔所谓的商业阶

级包括三个集团，即制造商、商人（银行家和有海外联系的投资者）以及工厂工人。制造商和工人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为得到承认而进

行的斗争也主要在他们之间展开。工人寻求确认自己的权利，并在他们所属的阶级中发现了这一点。这种确认是通过与基于特权的阶级

区别的斗争而获得的。从前散布于乡村的工人被工厂和城市带到一起形成大的集团，这创造出团结的感情，也创造出具有政治和法律形

式的共同体。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国家机器被动员起来与贫困作斗争，而税收制度开始作为弥合贫富之间危险差距的手段。黑格尔这

种处理过度财富的建议取自古典社会的经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追溯了这一社会大转变的辩证过程，尽管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革命语言相对于黑格尔的海德堡演讲要直接得多。不仅如此，在黑格尔建议利用国家来减少不平等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

讨论了以政府干预来限制工厂的劳动时间：“（工人之间的）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

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无

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

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



个例子。”[11]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认为黑格尔把官僚看作普遍等级是荒谬的。实际上，黑格尔并不是官僚的盲

目支持者，对官僚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海德堡演讲中黑格尔指出，如果官员不把公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那它就会像撒到公民身上

的网一样压迫着他们；由于与人民相异化，官员本身会由于其所拥有的专业技能而成为人民惧怕的对象，甚至他们说话的方式也像胡

扯，像贼的黑话一样震动着人民的耳膜。黑格尔警告说，未被民主程序制约的官僚会有骑墙和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危险。从这点来看，他

是和马克思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

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的目的，变

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12]在海德堡演讲中黑格尔做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局限在其整个官僚理论

中）：“如果在官员的头脑中他的报酬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并且他和他的家庭只是为了报酬而存在，那他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职位是为

他自己的缘故而存在，而非为公民的缘故而存在，而且他会相信他只需向能提拔他的上司负责。”由于出版审查的原因，黑格尔只能在

公开出版的《法哲学》中把他对官僚权力主义的批判遮掩起来。麦格雷格指出，如果马克思不是对官僚持片面观点的话，他本来也是可

以在公开出版的《法哲学》中发现黑格尔对官僚进行批评的踪迹。 

麦格雷格还进一步指出，黑格尔这些没有公开发表的激进思想通过甘斯影响到马克思。麦格雷格引用法国黑格尔研究专家D’Hont

[13]的观点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有三个《法哲学》版本。一是公开出版的《法哲学》，它艰难地突破了出版审查而得以发表；二是由黑

格尔的朋友和门徒通过字里行间读出来的《法哲学》，它的内容由于黑格尔口头所说的话而变得更加丰富，它的真义也由于黑格尔的朋

友和门徒熟悉相关论述的事件背景而得到更准确的诠释。三是黑格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其准则的法哲学。就第二个版本的《法哲学》而

言，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的亲密同事和追随者甘斯在黑格尔去世后对阐发其学说中所包含的激进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甘斯在1833年黑

格尔《法哲学》第二版序言甘中明确指出，黑格尔的文本并不是对现存秩序盲从的辩护，而是对专制主义的民主批判；黑格尔在困难的

时期号召说只有公开的司法程序、公开集会和有陪审团的审判才是符合理性的制度。甘斯在1830年和1831年也曾访问过英国，对工厂工

人的悲惨状况有亲身观察，与此同时甘斯也受到圣西门主义的影响（尽管他并不同意圣西门主义关于公共所有制的理想）。甘斯1832-

33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中曾经讲授过阶级斗争和法人社团理论，其观点与黑格尔非常接近。甘斯是青年黑格尔派形成的重要环节，包括

卢格、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19世纪30年代都曾经听过甘斯的法哲学课，他们通过甘斯而直接感受到了黑格尔学说中所包含

的“革命怒火”。1837年11月，马克思听过甘斯的法学课一年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明确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14]。按照

麦格雷格所赞同的D’Hont的说法，黑格尔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所构建的政治方案25年后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所取代了。 

我们认为，麦格雷格通过对黑格尔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文本尤其是海德堡演讲的深入解读，特别是通过对比其中所包含的真义与

马克思思想的类似之处，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理解，应该说是一个很有见地也富有成效的思路。但在麦格雷格的论述中，

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他拔高黑格尔并夸大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现象。实际上正如麦格雷格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马克思只读过黑格尔公开

发表的著作，对黑格尔的思想存在着“片面理解”，既然这样，那么即使黑格尔海德堡演讲中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那么实际上也只

能是靠今天的学者去慢慢挖掘了，却很难对当时的马克思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轻率地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直接来自于黑格

尔，甚至说黑格尔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就言过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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